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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民主理念与美国进步时代改革
———以杜威为中心的考察

谭安奎

【摘　 要】实用主义与美国进步时代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个虽然得到
广泛承认，但却缺乏深入探究的理论问题。本文经过分析表明，进步时代改革
并非一场毫无理论自觉的社会运动，实用主义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辩证态度，
为进步时代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基础。此外，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的民主理
念还为进步时代改革塑造了“新民主”的社会政治目标，并因此促成了消极自由
向积极自由的转换。由于这种转换是通过权力这一政治中介而不是一种形而
上学的自我观来实现的，积极自由的潜在危险得以避免，而民主与自由也同时
实现了合理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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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时代（约１８９０ － １９２０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
转折意义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与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与社会转型
具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
兴趣。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改革的范围相当广泛，因此学界的关注亦
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美国进步时代改革的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层
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进步时
代改革与实用主义有着内在的关联。但对于这种关联性，学者们却
极少给出实质性的详细说明。实用主义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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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时代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它又是怎样塑造和影响进步时代改革
的社会政治目标的？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鉴于杜威是实
用主义的集大成者，而且他曾生活在进步时代并支持进步时代的改
革，因此本文将以他作为分析的中心。

一、进步时代与实用主义之间：态度与哲学

虽然学界普遍肯定进步时代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但细究
起来，对这种关联的肯定却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认为，与进
步时代改革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理论意义上的实用主
义，而是一种不依赖任何哲学理论的实用主义“精神”和态度。进步
时代是对美国传统自由放任信念的冲击和调整，用著名经济史学家
波兰尼（ＫａＭ Ｐｏｌａｎｙ）的话来说，它意味着一场社会的自我保护运
动。因为市场本来就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经济并非一个自足自主
的领域，它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而一种信奉自由放任原则
并建立一个纯粹“市场社会”的企图，必然破坏市场经济植根于其中
的社会本身，并引起社会的“反向运动”。根据波兰尼的观点我们可
以推知，社会的反向运动会呈现出必然的自发性，而不必是基于特定
哲学理论的自觉行动。在他眼中，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恰好就是这
样一个例证：“１８６０年之后半个世纪里展开的反向运动，那矛头直指
自我调节市场的立法，原来是自发的、事先没有观点指导的，它的实
践源自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精神”。（波兰尼［１９４４］，２００７：１２１）

如果对进步时代与实用主义之关联性的上述理解是正确的，那
么，任何探寻进步时代的政治哲学基础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然
而，进步时代的改革究竟需不需要某种哲学理论的基础，似乎首先要
取决于这一改革运动有无一种有待克服的理论上的对立面。如果这
个理论上的对立面是存在的，那么理论交锋的必要性就意味着这场
改革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事实上，这个理论上的对立面是存在的，那就是达尔文主义，尤
其是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内战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经济的高度集中、垄断和控制同步进行，而且经济力量延伸至政治
领域，成了政治权力的控制者，形成了“财富挑战国家”的局面。进
步时代的改革主要就是针对这种状况展开的，但那些自由放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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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持者据以自我辩护的理论资源，正是达尔文的生物学和斯宾塞
的哲学。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成了应用于各个领域的信
条，在社会政治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的美国大行其道。

这就是进步时代改革所要面对的理论信念。历史的选择本来是
开放的，要改变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一种激进的、革命性的方式
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控制，消除现存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上也未尝不
是一个选项。这一选项意味着，要从理论上把人们的命运归因于制
度和环境。但是，进步时代否定了这个选项。进步时代的改革是改
革而不是革命，是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因此，它需要一种不同于激
进主义，而同时又能否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应当主
张：人们可以免于优胜劣汰的宿命，可以有所作为；除了制度、环境之
外，人们对自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对制度进行修补（而
不是根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美国的思想史上，同时否弃保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激进的
社会主义这一工作，正好是由实用主义哲学来完成的。正是这一点，
使得我们应当把进步时代与实用主义从哲学的层面上联系起来，这
也就是理解二者之间关联性的第二种取向。

显然，揭示实用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乃是理解实用主
义与进步时代之间关联性的必经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对
达尔文主义其实并不是完全否定的。相反，杜威站在西方哲学史的
高度，对达尔文主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实用主义强调实验、变化，
而不是对固定的、绝对的、永恒的实在的沉思，在杜威看来，后者正是
传统哲学的缺陷所在，因为以前的哲学，均基于对固定物和终极物的
优越性的设定，把变化和起源视为缺陷和不真实的标志。确实，无论
是古典时代的本体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均把寻找绝对的确定
性作为哲学探究的真正使命。达尔文主义的意义在于，“通过攻击
绝对永恒性的神圣方舟，通过把一度被当成固定性和完满性的诸种
形式看做生灭不定的，《物种起源》一书介入了一种思维方式，最终
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转换知识的逻辑，并从而改变道德、政治、宗教
等的遭遇”（杜威，２００７［１９０９］：２８４）。杜威认为，达尔文主义的变易
原则是破除传统形而上学和实在论的思想利器。杜威的实用主义以
及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就是要消除绝对主义的
影响，主张历史有其相对性，“它知道个人和自由的内容是随着时代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１８１　　

的改变而改变的；不仅个人从婴儿时期到成年时期的发展是如此的，
而且社会的改变亦是如此的。和教条的绝对主义正相反的哲学是实
验主义。历史的相对性和实验方法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杜
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１１３）。摆脱传统的绝对性和确定性，树立相对性的
观念，这正是达尔文主义为实用主义强调实验方法所开辟的哲学空
间。当然，既然强调相对性和实验，也就意味着拒绝激进革命的社会
改造方式，而这正是进步时代改革的选择。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不仅主张变易，同时还否定了人们发挥
能动性以改造社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为变易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这个自然的过程本身就是合理的），从而也就为任何人为的、有
计划的社会变革设置了理论上的障碍。这一点无疑与进步时代改革
的追求相违背，而且也正是实用主义的实验主义要大加鞭挞的地方。
实用主义自创立以来，就明确主张人可以改造环境，而不仅仅是适应
环境。如果说达尔文主义本身开启了变易与实验（变革）之间的哲
学通道，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这一通道重新封闭起来了。究其
根本，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分歧在于，变易本身是否只
能是自然演化的，抑或还可以是人为推动的？

实用主义虽然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认识论的绝对性，但
它仍然重视科学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而且强调运用科学技术和知识
来推动社会变革。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决不仅仅是指个人范围内的
不受干涉的自由行动（如果停留于此，它与自由放任的主张便无二
致），实验、变革的主体还应当是集体、社会，后者可以运用科学技术
从事集体计划，推动社会变革。因此，科学技术不仅是一个物质的问
题，它也可以应用于社会事务，可以为人类的社会目标服务：“民主
主义成功的维持，严格要求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去求得和我们的物质
知识大抵相称的社会知识，并去发明与利用和我们关于物质事务的
技术能力大抵相称的社会工程的形式”（杜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２４）。在
杜威看来，这就是一个“使科学人文化”的过程，是一个运用“有组织
的理智”、“集体的理智”的过程。

从事“社会工程”，这与自由放任的原则无疑是对立的，因为它
意味着社会整体可以运用相应的知识去自觉地、有计划地调整人与
人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进步时代要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适度增加政府干预，以促进更为实质性的自由、更加广泛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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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确实仰赖实用主义的哲学资源与此前的时代实现必要的切割。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进步时代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联，
不只是精神态度上的，而且是哲学理论上的。进步时代并不像波兰
尼所说的那样，纯粹是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而无理论向导。
相反，面对新的问题，退回到一种“想象中的”更好的过去已经行不
通了，“向前走意味着要决定社会如何按照某些方式来改革，以及为
何应当这样改革。它也意味着要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解释，即如何
把一个美好社会的构成要素重新概念化”（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７：２８）。换
言之，当时的美国需要一个关于美好社会的新理论。从以上分析来
看，实用主义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对新理论的需要。美国进步时代
同时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点绝非偶然。

显然，实用主义是以一种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把达尔
文主义的哲学内涵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的。但是，进步时代的改革
本身并非一场哲学运动，而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那么，实用主义除
了为进步时代改革提供了这种哲学理论上的基础之外，它有没有为
进步时代的改革塑造更为实质的社会政治目标？对这一问题的考
察，无疑可以更进一步地揭示实用主义与进步时代改革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可以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把握实用主义是如何指导进步时代
改革的。

二、进步时代与实用主义的民主理念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们提出过一些有名的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
比如老罗斯福总统的“新国家主义”、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但如
果透过表面的差异而观其实质，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对进步时代改革
目标的最好概括，既不是含混不清的国家利益，也不是人言人殊的个
人自由（面对自由放任所带来的百弊丛生的局面，重申“个人自由”
甚至难免令人疑虑），虽然进步时代的改革在这两个方面最终可能
都将有所增益。

著名史学家方纳认为：“‘自由’并不是进步主义词汇中最响亮
的词。因为它曾经与达尔文主义和契约自由法学联系在一起，使自
由一词受到了玷污，所以许多改革者更愿意用‘民主’的概念来表达
他们的不满。进步时代的评论家们对寻求能够恢复民主公民政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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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具体办法更为关切，其迫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自由作抽象意义
的讨论”（方纳，２００２［１９９８］：２０７）。如何让美国社会更加平等、更加
人性化，如何摆脱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把政治权力归还给全
体公民，从而重新赢得美国的社会团结，使民主再次焕发生机，这显
然更能体现进步时代的关切。

我们可以通过进步时代的思想旗手———克罗利（Ｈｅｒｂｅｒｔ
Ｃｒｏｌｙ）的观点来确证进步时代改革重塑民主的目标。克罗利的著作
被认为是对进步思想最有力的贡献，而且他本人深受老罗斯福总统
的青睐。他同时还是当时《新共和国》的主编，而该刊物被视为进步
时代知识分子的“圣经”。克罗利认为，当时的美国亟需做的事情，
乃是“更高阶段的民主建设”（克罗利，２００６［１９０９］：１２６）。这意味着
要重新厘定民主本身的含义，因为“对美国政治思想进行重要重建，
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民主含义进行重新确立。因为美国人民对民主思
想的忠诚不容置疑，所以推广对民主原则内容的清晰理解，无疑是对
美国最有政治意义的做法”（克罗利，２００６［１９０９］：１４７）。虽然自由
主义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是美国政治思想的一条具有连续性的主线，
但对民主和平等的信奉是一种更强烈的情感，这乃是自托克维尔以
来解读美国政治取向的经典方式。只不过，在进步时代以前，在美国
大行其道的主要是杰斐逊式的个人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民主，而进步
时代的改革者们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新民主”①。这种民主之所以
是一种“新民主”，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它必须在个人权利、个人责任
的基础上注入社会权利、社会责任的维度（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２００７：３３ － ３４）。

如果说进步时代确实是以一套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那么实
用主义在“新民主”这个关键的目标问题上为进步时代提供的是一
种什么样的理念呢？

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确实极其关注民主问
题。面对巨大的不平等和少数人基于经济力量的强大控制，杜威正
是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它是一个民主主义前途的问
题，是一个在大多数人处于经济不安全情境中并在经济上依赖于他
人意志，至少是依赖于雇主所安排的条件的这种情境中，民主主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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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进步时代后期的著名思想家Ｗａｌｔｅｒ Ｅ． Ｗｅｙｌ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在
进步时代所写的代表作就是以“新民主”为书名的。参见Ｗｅｙｌ（１９６４）。



１８４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何能获得安全的问题”（杜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３１）。虽然这一具体观点
乃是在进步时代之后的１９３８年发表的，但它体现的却是杜威一贯的
主张。从民主的前途与命运的角度来诊断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无
疑与进步时代改革者们的关切高度一致。

对于民主的含义与价值，杜威有过丰富的论述，其中，一个较为
全面的表达是：“从个人的角度看，民主在于根据其能力而负责任地
分享形成和指导其所属团体的活动，在于根据其需要参与那些团体
所维系的价值。从团体的角度看，民主要求在符合共同利益和共同
善的前提下解放团体成员的各种潜能”（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１９８１：６２３）。值
得注意的是，杜威对民主的理解显然不仅停留于政治尤其是选举的
层面，虽然参与选举政治领导人乃是其民主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杜威一贯的主张。杜威无疑是把民主当成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性
的、伦理性的理念。首先，民主意味着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广泛参
与，而不仅仅是参与政治选举。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明确地把民主视
为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民主有强烈的伦理内涵，它
的价值在于保障共同利益，特别是要促进人性的完善和发展。杜威
特别强调民主的这一伦理意蕴，以至于他甚至认为，“归根到底，民
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杜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
３４）。其意思是说，通过民主参与，能够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关
系可以在其中得以扩展，而个人人格亦在此过程中得以完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同样作为自由主义者，杜威与密尔有些相
似，他们似乎都持有完善论的立场，把个人人格的完善作为最终的价
值依托。但与密尔不同的是，杜威强调，个性的完善不仅要依靠个人
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且还特别要有对共同生活的广泛参与。
在他看来，“只有在人性的诸因素参与管理公共事物，和男男女女为
此而结成家族、商行、政府、教会和科学团体的诸事物时，人性方得遂
其发展”（杜威，１９５８［１９２０］：１１２ － １１３）。支持这种观点的哲学理由
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人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原子式的和孤立
的；二是根据实用主义对变易的强调，人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
在，人性是发展变化的，是一个能动的历程。

强调参与，就是要反对控制和压制。而如果民主的含义仅仅停
留于政治选举权的层面上，杜威式的民主理念就与进步时代没有任
何特别的联系了，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在进步时代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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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虽然还没有达到现在的那种健全程度，
比如妇女的选举权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进步时代用“新民主”来
界定自己的目标，而它所试图解决的经济平等、摆脱少数巨额财富的
垄断者对多数人的经济与政治控制、公共责任等核心问题是无法用
纯粹的政治民主本身来解释的。杜威式的民主理念之所以对进步时
代有意义，恰恰在于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超越于政治制度
和政治权利的广泛性。更准确地讲，原因在于杜威对政治的理解远
远超出了传统的狭义政治概念：“凡在涉及一群共同活动着的人们
的事务中就存在着某种类型的政治与控制。把政治局限于华盛顿和
沃尔巴尼的观点是肤浅的。在家庭里、在工作中、在教堂里、在每一
个社会团体中都有政治”（杜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４８）。据此，要摆脱控
制、实现民主，这不仅是一个狭义的政治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
经济问题，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进步时代改革寻求更多
的平等，试图在更多的领域内真正把权力归还到人民手中，它所欲解
决的问题确实可以从这种极具包容性的民主理念中得到解释。

只不过，杜威的民主理念确实是较为激进的，它甚至把民主延伸
到了家庭、教堂等领域，而进步时代的改革似乎并没有把这些领域中
的问题当作迫切的问题来处理。这当然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杜威
在进步时代结束以后仍然继续执着于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也许在
他看来，进步时代虽然结束了，但却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很大程度
上，他的民主理念与当今美国共和主义者们的主张倒是颇为神似。
当代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佩迪特批判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念，认
为它只停留于强调免于干涉，忽视了家庭、工作场合所存在的支配关
系与不自由（Ｐｅｔｔｉｔ，１９９７：９）。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进步时代改革对民主的追求上来，看看它
与杜威的民主理念之间的亲缘性。无疑，最好的参照物仍然是克罗
利本人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克罗利强调美国亟需
推进更高阶段的民主建设，而他同时认为，对于民主来说，目标要比
机构重要。民主并不仅仅意味着人民的政府、多数人执政和全民投
票。这些政治形式或者机构设置的主要用处是能够将民主推向一个
更有益的方向。在他看来，“真正有益的和标准化的民主目的是要
让民主组织机构能够代表个人成就和社会进步的共同利益”（克罗
利，２００６［１９０９］：１７１），而不仅仅是个人自由或权利平等。显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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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政治层面的权利平等与组织机构，以及在实现共同利益与个人
利益共同发展的目标问题上，进步时代的民主诉求与杜威的民主理
念是相当一致的。而且，正如同进步时代的改革具有强烈的伦理色
彩一样，克罗利对民主的理解亦有鲜明的伦理意味。他认为，“民主
总是和人类对完美的渴求结合在一起的”（克罗利，２００６［１９０９］：
３７２），这一观点与杜威式民主理念对人性完善的追求之间的一致性
是显而易见的。

但二者之间似乎也有一个显见的区别，那就是，克罗利的民主观
在理论上并没有像杜威那样突出对积极、广泛参与的强调。作为哲
学家的杜威，基于一套强调变易、生长的实用主义哲学，发展出了一
种动态的人性理论，并据此认为，积极而广泛的参与乃是人性完善的
必经之路。而克罗利则更多地强调民主的目标层面，对实现人性完
善的过程与路径则相对着墨不多。但从杜威式民主理念与进步时代
改革之间的关联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区别或许仅仅是表面的。因为
在实践层面，进步时代的改革运动具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的特
点，这场运动本身就是美国积极的公民精神的一个展示和证明。普
通公民对社会问题的主动反思和积极行动，是进步时代改革得以成
功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启迪①。从这个意义上讲，
杜威式的民主理念或许能够更为全面地体现进步时代的民主诉求。

三、民主、权力与自由

我们已经通过分析指出，进步时代改革的实质目标是新型的民
主，而且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的民主理念为此提供了理论典范。接
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自由的位置在哪里？之所以要提出
这一问题，是因为它涉及进步时代改革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定位。
虽然美国史学界对美国政治思想史的解读本身存在分歧，但美国的
政治思想史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生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这却是一个
得到普遍认可的结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无疑是自由，但鉴于自
由与民主之间一向被认为存在根本的冲突，如下问题就是不可回避
的：一种重在强调民主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一场旨在重塑民主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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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时代改革运动，它们是如何安顿自由的价值的？
如前所述，美国一直是信奉民主的国家。但是，进步时代之前的

民主，主要是杰斐逊式的个人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民主，因此它与契
约、经济上的自由是相容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理
念，给人们的印象更多地是自由放任的原则，而不是民主，而且这种
自由无疑主要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自由相对于民主的地位如此
突出，以致于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甚至说，在开国先辈们那里，
“自由同民主无关，而是同财产有关”（霍夫施塔特，１９９４［１９７９］：
１４）。易言之，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这一前提之下的契约
自由与自由竞争，是美国政治理念的中心所在。

但进步时代所追求的新民主，无疑突破了这个传统。民主具备
了消极自由所无法包容的内涵，但它又被当作一个核心目标，其逻辑
的结果必然是，自由如果要继续在人们的价值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它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型民主的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这个自我调整的过程就是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的转变。根据这种转
变，自由意味着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具有做成自己想要做的事
情的实质机会与能力。杜威式的民主理念强调人们对社会生活各方
面的广泛参与，从而免受他人权力的控制，同时，整个进步时代改革
也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努力促进经济平等和社会正义，这无疑
都是在试图保障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强调控制的力量来自自身，而
不是强调一个免受干涉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讲，它较之以消极自由
与民主之间具有更多的内在亲和性。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划分并非本文需要处理的重点，本文所
需要回答的应当是如下两个问题：其一，除了因应新的民主目标而
外，倡导积极自由还有无其他更深的理由？其二，伯林对积极自由的
分析，揭示了它潜在的危险性，实用主义与进步时代的改革是否能够
回避这样的危险？如果能够，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的？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关涉的是理论或社会根源（也就是必要性）
的话，第二个问题则关系到实用主义与进步时代对自由观念的调整
是否合理。

消极自由之所以在进步时代之前的美国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有一个具体的社会物质条件，那就是美国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使这个社会充满着无限的机会。那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时代，因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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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拓荒者式的个人主义”，它与非干涉的消极自由理念一拍即
合。但随着美国工业化的推进，组织化的大企业日渐成长并取得了
支配性的地位，因此这种旧式的个人主义便显得不合时宜。杜威之
所以反复申述新旧个人主义的区别，认为“美国已从其早期的拓荒
者的个人主义进入到一个合作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杜威，１９９７
［１９３０］：６４），其原因正在于此。

认为大企业和托拉斯都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是不可回避的，因
此传统的个人主义不再适用，这也是老罗斯福、威尔逊等进步时代改
革的政治领袖们的共同主张。这无疑是美国社会中的一次深刻的文
化转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像消极自由那样，把自由看成是仿佛个
人在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就能享有的，或者是在某种前社会、前政治
的状态下（比如近代自由主义者们所设想的自然状态）就能够享有
的东西，这是一种过时的观点。正确的看法应当是：“自由总是一个
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因为任何人所实际享有的自由依
赖于现存的权力或自由的分配情况，而这种分配情况就是实际上在
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社会安排———而且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在经济上的
安排”（杜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９４）。唯其如此，自由才是真实的，而不是
抽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意志自由。把自由与民主、经济平等结合起
来，从而走向积极自由，其理论与社会根源即在于此。

接下来是自由观调整的合理性问题。积极自由被认为是一个具
有潜在危险性的观念，因为它常常与某种关于“自我”的形而上学观
点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把人性分为理性的部分与非理性的部分，
同时认为，只有当我们服从理性的指导和控制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
自由的。控制的来源确实在于自身，但它是自身之内的一个特殊的
部分，一个更高级的部分。所以伯林才说：“‘积极的’自由观念，认
为自由即是‘自主’（ｓｅｌｆ － ｍａｓｔｅｒｙ），实已暗示了自我分裂交战之
意，在历史上、学理上、以及实践上，已经轻易地助长了人格的剖分为
二：其一是先验的、支配的控制者，另一则是需要加以纪律、加以约束
的一堆经验界的欲望与激情”（伯林，１９８６［１９６９］：２４５）。其危险性
当然不仅仅体现在一种关于自我的哲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导
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一种以“理性”、“真实利益”为名的自由实质
上堕落为强制（卢梭认为可以强迫一个人自由，就是一个例证），甚
至极权。因为某个其他人，或者国家、政府可能借口说自己的主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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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着理性、代表着人们的真实利益，因此强迫人们服从恰恰就是使他
们获得自由。基于这一忧虑，实用主义与进步时代把消极自由转变
为积极自由，其合理性就需要进一步的辩护。

显然，积极自由是否导致上述危险，关键在于它是否必然要预设
一种形而上学的人性理论或先验的自我观念。但传统的形而上学正
是实用主义明确拒斥和批判的东西，在实用主义看来，“本体论形而
上学的几乎每一个命题，要么是无意义的废话———用其他词来定义
一个词，然后用另外的词来定义这些词，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概念，
要么是十足的谎话”（皮尔士，２００７［１９４０］：３６）。杜威则明确地反对
传统哲学的种种二元论，他虽然主张一种特定的人性论和完善论，但
这种完善并非符合某种先验的理性；他虽然也有某种自我观念，但这
种自我是一种能动的历程，是“生长”的过程，而不是近代哲学意义
上的先验自我。既然如此，实用主义的积极自由概念就不会导致伯
林所说的“自我的分裂交战”，在理论上也不必然会导致被极权政治
利用的危险。

那么，在不预设先验自我的情况下，实用主义和进步时代是怎样
实现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的转换，同时又避免了积极自由的危险的？
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实用主义和进步时代对积极自由的理解。杜威
穷其一生都在寻求“有效的自由”，在他看来，“对自由的要求是一种
争取权力的要求，或者是掌握尚未被掌握的行动权力，或者是保持和
扩张已有的权力”（杜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９２ － ９３）。值得注意的是，这
里的关键概念是“权力”，它无疑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而不是一
个形而上学的或伦理的概念。因此，积极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
个享有权力而免受控制和支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经验范围内的事
情，它与任何先验的自我观念无涉，从而就导向了一种摆脱了上述危
险的积极自由概念。只不过，杜威把政治的范围作了扩展性的理解，
如前所述，它不仅是一个选举的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家庭、工作、宗
教等领域中的问题。这种扩展的原因在于，进步时代之前的社会状
况表明，控制与支配不仅在狭义的政治领域中存在，而且在经济等领
域中也存在，更有甚者，经济领域中的支配与控制反过来成了政治领
域中支配与控制的根源。如此一来，实用主义与进步时代的积极自
由概念就与经济平等、社会正义的主张融合在一起了。

杜威以权力为中介实现了从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的转换，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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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积极自由的潜在危险。而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对权力平等、免
于控制和支配的强调，也正是其民主理念的要义所在。因此，在杜威
和进步时代的改革者那里，民主与自由乃是相互依存的两种价值。
进步时代改革仍然处于美国自由主义的链条上，但它开启了以积极
自由为导向的、更为民主的自由主义。一些自由主义者对积极自由
怀有未经反省的恐惧，殊不知，他们名义上排斥的是积极自由，实则
是排斥了民主，排斥了以民主的方式通向积极自由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埃里克·方纳（２００２［１９９８］）．美国自由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伯林（１９８６［１９６９］）．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杜威（１９５８［１９２０］）．哲学的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
杜威（１９９７［１９３０］）．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杜威（２００６［１９４６］）．人的问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杜威（２００７［１９０９］）．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载约翰·杜威等《实用主

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赫伯特·Ｄ·克罗利（２００６［１９０９］）．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

标中的作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卡尔·波兰尼（２００７［１９４４］）．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１９９４［１９７９］）．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北京：商

务印书馆．
马骏（２００７）．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转型：美国进步时代改革．载马骏、

侯一麟主编《公共管理研究》（第６卷）．上海：格致出版社．
皮尔士（２００７［１９４０］）．实用主义要义．载约翰·杜威等《实用主义》．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Ｍ． Ａ． （２００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ｓ １８９０ｓ － １９２０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Ｊ． Ｊ． Ｅｄ． （１９８１）．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Ｄｅｗｅ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ｔｔｉｔ，Ｐ． （１９９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ｅｙｌ，Ｗ． Ｅ． （１９６４）．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
（责任编辑：颜昌武）

◆论文


